
收稿日期:2025-11-23

作者简介:李增福(1968-)男,会计学专业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公司金融和公司财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会计信息畅通供应链合作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23BGL102)。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6 期

共同富裕的中国之路: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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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路径。 劳动收入份额的形成不仅

由企业内部的利润分配决策和要素市场结构所决定,还受宏观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 从生产要素报酬分配的

理论角度出发,资本跟劳动收入的划分除受技术进步和资本替代程度的影响之外,同样受到企业融资条件、经
营稳定性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程度的束缚。 在这个特定背景之下,政府采购作为关键的财政支出手段,可能通过

改进企业外部环境、增强经营预期、引导用工结构变动,由此改变企业劳动收入分配的格局。 基于此,本文选取

2015—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系统分析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逻

辑。 研究发现,政府采购可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主要借助三条途径发挥功

效:一是缓解融资困境,以“信用标签”形式存在的政府采购合同能提升企业商业信用;二是维持经营的持续性,
稳定的政府采购需求可降低业绩产生波动的风险;三是推动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采购项目的高要求推动企

业加大技能型劳动力的投入。 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地区、内部控制强度弱或 ESG 评级

较低的企业,政府采购的正向效果更为显著。 研究拓展了政府采购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揭示了政府采购

带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和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的新机制,为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经验

依据与政策方向。 应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制度设计,加大“靶向支持”力度,引导企业修整薪酬分配体系,实现

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协调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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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高居民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一论断为解决当前我国居民收

入差距过大问题提供了明确思路,即通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格局。 党的二十届

四中全会公报明确要求“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

部署,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具体要求。 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核心部分,增加

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机制、达到共同繁荣和推动经济的高品质增长都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异以及阶层间差距,不断加大对劳动收入的

投入力度。 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的劳动收入所占的比例持续下滑,并长时间维持在一个

较低的水平[1] 。 这不仅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均等,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经济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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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如何发挥“有为之手”,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地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

当下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之一。
前期文献研究中,共同富裕议题已然受到广泛关注[2]-[4] 。 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于,劳动收入的主要

提供者为企业实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关键亦在于此。 连接公共需求与市场供给的重要财政政策工

具是政府采购,“需求侧”特征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理应成为该政策功能的本质要求。 现有关

于政府采购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性、生产效能指标及就业效应等领域[5]-[6] ,对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影响的系统性探讨尚显不足。 提高企业劳动收入占比是达成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也是革新收

入分配方式、增强劳动者幸福感的关键要点。 从微观层面讲,它体现出企业产出分配向劳动要素的倾斜

水平;就宏观层面而言,其变动关乎收入格局的优化和社会的稳定局面,政府采购借助市场准入和合同

执行,给企业传达稳定、长期、可预期的需求信号。 基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合同理论,政府采购合同体现

出履约的确定性与信用背书效应,好比隐性担保,能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与融资限制,驱动企业扩大生

产规模。 基于效率工资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由于政府采购的高标准要求,企业开始优化人力资本结

构,招入高技能劳动力。 从风险分担和收入平滑理论方面看,政府采购产生的稳定现金流可减少业绩的

波动,增进劳动者收入的稳定程度和议价实力,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研究政府采购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影响,不仅充实相关领域的研究范畴,也具有关键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将 2015 至 2022 年间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订单合同数据作为样本期,并匹配全国范围采购合

同与上市公司母子公司数据。 研究证实了政府采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作用。 融资压力缓解程

度、经营稳定性保障水平以及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状况等维度构成了主要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内控机制薄弱企业以及 ESG 评级较低样本中,政府采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为突出的结论在

异质性分析中得以验证。
本文的贡献聚焦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把研究视角提高到“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国家

战略高度,增强了对政府采购微观经济影响的把握。 现存文献虽围绕社会责任、技术创新、就业水平等

角度展开分析,并涉及劳动收入份额[7]-[9] ,但未置于核心研究视野。 本文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为切入

点,系统评估政府采购效能并在新发展阶段的功能定位方面填补理论空白,进而提供了前瞻性的观察视

角。 其次,察觉到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政策在调节初次分配中的关键作用,为“十五五”期间优化宏观

治理途径提供了实证支持。 本文不仅揭露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说明其具体

的作用途径,这一发现明显提高了对政府采购政策的把握水平,令其跳出传统的经济刺激功能范畴,彰
显其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可靠政策杠杆的价值,为未来五年改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提

供学术支撑。 最后,剖析了政府采购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本文不仅在认识经济增长及劳

工权益等事项上具有理论意义,更关键的是为政府“十五五”期间优化采购体系、把公平目标纳入宏观

经济管理流程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引导,有利于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 政府采购

作为针对企业需求端的财政政策手段,自政府采购法颁布的那时起,政府采购的规模不断扩大,对
经济发展和企业行为形成广泛影响,政府采购借助直接需求推动企业壮大,推动生产规模拓展,同时带

动技术提升[10] ,增加雇佣人员。 不同于直接补贴或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还能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改
善 ESG 表现。 美国等一众西方国家普遍采用此工具,推动企业达成高品质发展[11] 。 与私人客户相比,
政府客户稳定性较高,订单信息透明化,有效控制产能的风险水平。 政府客户执行治理职能[12] ,增强不

同利益群体彼此间的信任与资源的共享,助力企业获得外部商业信誉方面支持。 政府客户的财务状况

通常较好,企业倾向于进行长期合作,以降低失去大客户风险[13] 。 政府采购合同搭建稳定的市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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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情况[14] ,增加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中标企业凭借政府采购得到资金支持和市场

机会,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在经济危机出现期间,与政府建立稳定合作的企业,其市值和投资能

力皆强过同类企业[15] ,体现出政府采购在支撑企业长期发展方面具有的独特价值。
2.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劳动者收益在国民收入分配里占比的关键指标,它不仅体现出劳动者在收入

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还跟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联。 党中央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这也促进学界去开展深入研究,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居民消费率持续

上扬,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比重却逐步降低,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其成为经济领域急需攻

克的核心议题。
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探讨,学者们通常关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

法律制度完善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何小钢等研究揭示,机器人应用一般会引起劳动收入份额

的降低[16] ,但从长远角度看,伴随生产率的增长,其可能带来更正面的结构性效果。 技术应用最终会改

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进而提升其收益所占比例,产业升级也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17] ,优化了人

力资本结构,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完善的法律制度可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稳固劳动者

在收入分配里的地位[18] ,企业内部治理、风险管理加上员工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同样起到重要作

用。 企业面临的风险大小与劳动收入占比呈正相关,在风险比较高的企业里,劳动者的收入占比一般是

更高的[19] 。
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在宏观与微观因素上均有了进展,但从财政政策方面视角,尤其是政府采购

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依然缺少系统研讨,而企业是否中标也许会对其经营决策及风险管理造成

深刻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针对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数量较少,现有成果多从收入分配、企业行为以及工资结

构等层面进行研究,作为需求侧范畴的财政政策工具,政府采购跟直接补助等行政化资源配置方式不一

样,其主体凭借强大的购买水平和较高的偿债本事,可以有效延展企业销售市场,由此促进劳动收入份

额的提升[15] 。 就企业这个层面而言,劳动收入份额一般采用劳动报酬与总收入或总产出的比值来计

量,由企业为劳动者支付的报酬、产值水平高低和营业收入情况而定,企业发展层次越高、劳动者能力越

高,劳动收入所占份额越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途径关键在于推动企业发展和提升劳动者本领,
结合政府采购的作用原理与客户属性,可认定其拥有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升高的潜力,政府采购可能

经由多重途径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接下来针对具体机制进行分析。
1. 改善企业经营困境

中标企业能够缓解融资困境,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企业长期受融资难制约,其中信息不对称是

主要原因。 市场信息不完全使金融机构难以判断企业未来经营状况,外部投资者难以信任企业,从而导

致企业在获取资金时面临现金短缺。 政府采购为企业提供了缓解融资约束的新途径。 一方面,中标合

同向投资者传递企业产品质量和技术优势的积极信号[20] ,吸引外部资金流入,增强商业信用和融资能

力。 由于政府采购具有选择性和竞争性,中标企业等于获得“高质量标签”,向消费者和投资者传递正

面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采购使资金流与预期应收账款,同步提高企业现金流现值,减少融资成本,改善

融资困境。 中标企业还可利用未来现金流作担保[21] ,通过借款解决融资问题。 过往研究发现,融资约

束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2] 。 汪伟等人则指出,融资约束是劳动收入份额长期缓

慢下降的重要缘由之一[23] 。 企业采用债券融资手段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后,可大幅提升劳动收入份

额[24] ,由此可见,政府采购凭借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2. 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政府采购可以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扩大生产规模,继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可从两方面对这

种作用进行分析:一是直接把生产规模扩大,二是降低业绩起伏的风险。 首先,政府采购主体具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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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购买力,为企业产品拓展广阔市场,利于将生产规模快速扩大[25] 。 借助集中采购模式跟庞大市场,中
标企业可搭建新的销售渠道[26] ,又因为采购流程开展公开竞争,中标产品一般都具备较高的市场信誉

及品质保障,导向市场消费的偏好走向。 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可直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倪骁然等人

的研究表明,生产规模变小会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下滑[27] ;规模扩充一般会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大,劳
动收入份额由此实现提高。 除此之外,企业 ESG 表现也会引发生产规模扩大效应[28] ,主要凭借促进就

业增加劳动收入份额。 其次,作为相对稳定的采购一方,政府订单可以缓解市场不确定性造成的影响,
尤其是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过大阶段,可充当“稳定器”发挥功能,维持业绩的平稳,政府采购客户缺乏

那种强烈的利润最大化动机,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管控力度弱,让交易风险下降[29] 。 进一步分析发现,当
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呈上升趋势时,往往会降低其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进而拉高劳动力成本[30] ,抑制劳

动雇佣规模扩大。 当经营风险开始下降之际,企业对劳动力的吸引能力变强,劳动成本相对削减,劳动

雇佣的潜力开始释放,劳动雇佣的增多表明劳动在企业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会相应上升,由此推动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提升。
3. 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政府采购可推动企业开展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行动,加大高素质人员的占比,由此提升企业劳动收

入比重。 一方面,政府采购对企业产品及服务有较高的要求和标准,中标企业由此得符合更高的质量要

求,促使其提升对高技能劳动与高素质人员的需求,进而助力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与改进[31] 。 另一方

面,随着政府采购订单的稳定性不断增强,企业更愿意采用长期培养的模式,诸如资助员工接受继续教

育,规定其完成学业后回到企业任职等,由此促使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与发展。 政府采购不仅

带动了企业的经济收益,还依靠稳定订单与较低的违约风险强化了企业吸引力,让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

获得更优质的劳动力资源。 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体现为企业更多依赖高技能劳动与高素

质员工,而劳动报酬在企业成本及分配里的占比一般会随之提升。 由于高技能劳动呈现出较高的边际

产出,当企业招聘更多高技能员工的时候,企业平均回报率要高于对高技能员工依赖程度较低的企业,
劳动要素边际收益会挤占掉资本边际收益,推动资源分配朝劳动要素倾斜,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

升[32] ;企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会增强生产率与竞争力,进而扩大了整体的收入规模,为提高员工工

资提供了空间[33] 。 因此,政府采购以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为途径,能够推动劳动报酬在企业分

配体系中的相对提高。 综合以上分析,设定了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

图 1　 理论分析路径图

二、研究设计

(一)选取样本与数据获取

基于 2015 年《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生效后,政府采购网显著增强了公开合同信息的透明度与详

细程度这一背景,本文选取 2015 年至 2022 年作为主要的研究范畴。 具体做法是:首先,通过爬虫技术

收集该时段的政府采购合同数据;随后,基于采购主体等关键指标进行了上市公司的对应性匹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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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大量订单由子公司获取,借鉴孙薇和叶初升的做法[8] ,在母、子公司层面分别匹配并去重后,以自

然年为基准汇总至母公司层面,得到“上市公司—政府采购订单”数据集,最终获得 24
 

186 个企业年度

观察值。 本文据此构建回归模型并采用 OLS 估计,同时对连续变量在 1%和 99%分位点缩尾处理,以减

弱极端值干扰。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借鉴施新政等、于小悦等的研究[1,9] ,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LSi,t = α0 + α1CG1 / CG2i,t + α j∑Controlsi,t + λ t + μi + εi,t 。 (1)

其中,LSi,t 为劳动收入份额;CG1 / CG2i,t 为本文的解释变量;Controls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λ t、μi 分别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εi,t 则是随机扰动项。
1. 被解释变量

借鉴白重恩等的研究方法[34] ,本文采用要素成本法的增加值理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估算。
具体地,该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定义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除以营业收入减去营

业成本后的余额,再进一步加上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总额的合计值。
2. 解释变量

在既有文献中,企业层面的政府采购研究常见做法之一是基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合同信

息,通过爬取采购人、供应商、采购金额及合同年份等数据开展实证分析。 相比第三方调查数据和上市

公司客户数据,这一方式在样本覆盖和信息完整性上更具优势。 因此,本文同样采用政府采购网披露的

合同数据,并据此构建核心解释变量:其一,CG1 表示企业在某年度是否成功中标政府采购(中标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二,CG2 衡量企业在某年度的政府采购规模,以采购金额加 1 后取自然对数处理。
3. 控制变量

结合本文的实际研究内容,参考王雄元和黄玉菁、姜爱华和费堃桀、方军雄等的研究在企业—地区

层面上选取控制变量[35]-[37] ,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表

类型 名称 定义

被解释变量 LS

劳动收入份额,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除以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

的余额,再进一步加上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总额的合

计值表示

解释变量
CG1 是否获得政府采购,以企业当年是否获得政府采购订单表示,获取订单为 1、没有获取为 0
CG2 政府采购规模,以企业当年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总金额加 1 后的自然对数表示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Age 企业年龄

ROA 总资产净利润率

cash 现金比率

Growth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Indep 独立董事除以董事人数

DUAL 若企业总经理和董事长由一人担任,取值为 1,否则为 0
TOP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 / 股本总数

TBQ 托宾 Q 值

Board 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SOE 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GDP 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 GDP(千元 / 人)的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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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本研究的描述性分析,其中的主要变量 LS 的均值为 0. 320
 

5,中位数为 0. 305
 

6,这表明我国

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将超过 30%的营业收入用于支付员工工资。 但表中变量 LS 的最大值为 0. 823
 

7,与
最小值为 0. 065

 

2 差异悬殊,这表明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有很大的差异。 此外,其余控制变量与既有

研究相似,未见显著差异。
 

表 2　 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S 24
 

186 0. 320
 

5 0. 140
 

5 0. 065
 

2 0. 823
 

7

CG1 24
 

186 0. 205
 

9 0. 404
 

4 0 1

CG2 24
 

186 1. 421
 

1 3. 044
 

8 0 13. 253
 

4

size 24
 

186 22. 305
 

2 1. 313
 

3 19. 996
 

3 26. 395
 

1

LEV 24
 

186 0. 412
 

6 0. 200
 

9 0. 059
 

4 0. 894
 

7

Age 24
 

186 2. 068 0. 965
 

8 0 3. 367
 

3

ROA 24
 

186 0. 037
 

4 0. 068 -0. 298
 

9 0. 201
 

3

cash 24
 

186 0. 807
 

2 1. 152
 

2 0. 024
 

7 7. 177
 

5

Growth 24
 

186 0. 353
 

1 0. 861 -0. 708 5. 906
 

8

Indep 24
 

186 37. 774
 

3 5. 367
 

7 33. 33 57. 14

DUAL 24
 

186 0. 309
 

1 0. 462
 

1 0 1

TOP 24
 

186 33. 628
 

8 14. 644
 

4 8. 48 74. 24

TBQ 24
 

186 2. 084
 

2 1. 381 0. 834 8. 912
 

1

Board 24
 

186 2. 225 0. 173
 

6 1. 791
 

8 2. 708
 

1

SOE 24
 

186 0. 313
 

7 0. 464 0 1

GDP 24
 

186 11. 354
 

8 0. 409
 

3 10. 440
 

6 12. 122
 

6

(二)基准回归

为检验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表 3 报告了模型(1)的实证回归结果,第(1) ~ (2)
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第(3) ~ (4)列引入了控制变量及企业层面的年度固定效应,结果表明,政
府采购 CG1 与 CG2 的系数均保持正值,这证实了研究假设的有效性。

表 3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CG1 0. 004
 

4∗ 0. 006
 

0∗∗∗

(1. 885
 

1) (3. 041
 

1)

CG2 0. 000
 

9∗∗∗ 0. 001
 

1∗∗∗

(2. 649
 

0) (4. 023
 

3)

size -0. 029
 

2∗∗∗ -0. 02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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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1) (2) (3) (4)

( -6. 807
 

4) ( -6. 829
 

9)

LEV -0. 003
 

1 -0. 002
 

9

( -0. 231
 

7) ( -0. 217
 

1)

Age 0. 018
 

5∗∗∗ 0. 018
 

5∗∗∗

(6. 630
 

8) (6. 655
 

7)

ROA -0. 736
 

5∗∗∗ -0. 736
 

4∗∗∗

( -29. 571
 

6) ( -29. 570
 

9)

cash -0. 000
 

7 -0. 000
 

7

( -0. 659
 

8) ( -0. 645
 

7)

Growth -0. 001
 

8 -0. 001
 

8

( -1. 634
 

2) ( -1. 638
 

3)

Indep -0. 000
 

2 -0. 000
 

2

( -0. 666
 

9) ( -0. 653
 

9)

DUAL 0. 004
 

3∗ 0. 004
 

3∗

(1. 652
 

7) (1. 673
 

3)

TOP 0. 000
 

3 0. 000
 

3

(1. 594
 

4) (1. 595
 

0)

TBQ -0. 002
 

9∗∗∗ -0. 002
 

8∗∗∗

( -3. 276
 

4) ( -3. 239
 

8)

Board 0. 002
 

9 0. 003
 

0

(0. 259
 

8) (0. 269
 

3)

SOE 0. 025
 

1∗∗∗ 0. 025
 

0∗∗∗

(4. 068
 

0) (4. 035
 

7)

GDP 0. 021
 

6∗ 0. 021
 

7∗

(1. 787
 

7) (1. 796
 

1)

Constant 0. 319
 

8∗∗∗ 0. 319
 

4∗∗∗ 0. 704
 

1∗∗∗ 0. 705
 

0∗∗∗

(654. 759
 

9) (666. 342
 

8) (4. 244
 

7) (4. 247
 

8)

企业 /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23
 

628 23
 

628 23
 

628 23
 

628

调整 R2 0. 652
 

9 0. 653
 

0 0. 742
 

7 0. 742
 

8

　 　 注:∗
 

、∗∗
 

、∗∗∗
 

分别代表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对应于 t 统计量,下表相同。

(三)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

由于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内生性,因而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一方面,政府采购会影响企

业收入,从而改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企业收入增加也可能提升其支付劳动收入的能力,进而提高

市场地位并获得更多采购合同。 为得出准确结果,需在计量框架内同时考虑政府采购与营业收入的内

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加以处理。 尽管基准回归已控制企业和年份效应,但仍可能遗漏重要

影响因素,为检验潜在问题,本文进一步引入交叉固定效应。 第一,工具变量法。 本文以企业每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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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采购订单数量占总采购订单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回归分析。
表 4 前两列的结果显示,政府采购(CG1 为虚拟变量,CG2 表示政府采购规模)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均

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占比有扩大的作用,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 第二,交
叉固定效应。

 

在基准回归已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引入行业—年份和城市—
年份的交叉固定效应。 表 4 结果表明,无论在何种固定效应设定下,政府采购变量 CG1 和 CG2 的回归

系数均证实政府采购提高了劳动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这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 4　 工具变量和交叉固定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 行业年份 行业年份 城市年份 城市年份

CG1 0. 032
 

2∗∗∗ 0. 004
 

3∗∗ 0. 005
 

0∗∗

(4. 416
 

2) (2. 232
 

9) (2. 463
 

9)

CG2 0. 003
 

9∗∗∗ 0. 000
 

8∗∗∗ 0. 000
 

8∗∗∗

(4. 421
 

5) (3. 007
 

2) (2. 823
 

7)

控制变量 / 企

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LM 194
 

0. 323
 

066
 

3 238
 

9. 451
 

356
 

2

LM-P 0. 000
 

000
 

0 0. 000
 

000
 

0

N 24
 

221 24
 

221 23
 

622 23
 

622 22
 

568 22
 

568

调整 R2 0. 225
 

624
 

8 0. 227
 

483
 

9 0. 751
 

2 0. 751
 

3 0. 752
 

1 0. 752
 

1

2. 不同劳动收入份额指标

本文采用两种替代性指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行重新衡量。 首先,考虑到劳动收入份额(LS)取

值在 0,1 之间可能带来计量偏误,借鉴李稻葵等的方式[38] ,本文通过 Logistic 转换( ln[LS / (1-LS)])得

到指标 LS1。 其次,参考常进雄和王丹枫的度量方法[39] ,将劳动收入份额定义为劳动者薪酬占劳动者薪

酬与资本收入之比,其中劳动者薪酬以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衡量,资本收入为主营业务利润

加固定资产折旧,计算得到指标 LS2。 表 5 列(1) ~ (4)回归结果表明,在 1%显著性水平下,政府采购正

向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更换度量方式

变量
(1) (2) (3) (4)

LS1 LS1 LS2 LS2

CG1 0. 026
 

5∗∗∗ 0. 025
 

6∗∗∗

(2. 751
 

1) (3. 081
 

6)

CG2 0. 004
 

9∗∗∗ 0. 004
 

9∗∗∗

(3. 607
 

2) (3. 893
 

1)

控制变量 / 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23
 

450 23
 

450 23
 

208 23
 

208

调整 R2 0. 761
 

7 0. 761
 

8 0. 795
 

4 0. 795
 

5

3. 动态效应检验

表 6 结果显示,政府采购的滞后效应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明显的预趋势,模型识别较为可靠。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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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效应同样不显著,而在采购后的第 1、2 期均呈现显著正向作用,此后效应逐渐减弱,表明政府采购对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具有滞后性,而非即时发生。
 

表 6　 动态效应检验

变量
(1) (2)

LS LS

L3_CG1 0. 015
 

2

(0. 015
 

7)

L2_CG1 0. 013
 

7

(0. 013
 

9)

L1_CG1 0. 010
 

4

(0. 013
 

5)

CG1 0. 023
 

2

(0. 015
 

5)

F1_CG1 0. 036
 

7∗

(0. 019
 

3)

F2_CG1 0. 042
 

7∗∗

(0. 018
 

9)

F3_CG1 0. 044
 

3

(0. 028
 

3)

L3_CG2 0. 011
 

4

(0. 013
 

8)

L2_CG2 0. 0078
 

4

(0. 011
 

8)

L1_CG2 0. 001
 

02

(0. 009
 

18)

CG2 0. 001
 

51

(0. 001
 

19)

F1_CG2 0. 027
 

8∗∗

(0. 013
 

6)

F2_CG2 0. 038
 

6∗∗

(0. 016
 

5)

F3_CG2 0. 042
 

2

(0. 027
 

0)

控制变量 / 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N 2
 

979 2
 

979

调整 R2 0. 044 0. 043

4. 双重机器学习

为增强因果识别的稳健性,本文在删除主要变量的缺失值下采用双重机器学习(DML)方法对政府

采购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进行再估计。 表 7 结果显示,在随机森林的算法下,政府采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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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
 

表 7　 双重机器学习

变量
(1) (2)

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

CG1 0. 034
 

5∗∗∗

(4. 344
 

1)

CG2 0. 004
 

7∗∗∗

(5. 838
 

2)

常数项 0. 0036 0. 003
 

5

(0. 886
 

4) (0. 866
 

7)

控制变量 是 是

N 24
 

171 24
 

171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为降低地区层面控制变量较少可能带来的偏误,本文在回归中加入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的

对数值。 第二,为检验序列相关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 第三,
为考虑政府采购的滞后效应可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果,本文对政府采购变量进行一期滞后处

理后再次进行回归。 第四,通过加入新冠疫情的虚拟变量(Yiqi)与政府采购的交互项来排除疫情对主

回归结果的影响①。 结果显示,上述稳健性检验均支持前文基准回归结论,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

健性。

四、作用机制

(一)改善企业融资困境

企业融资约束会压缩用于支付流动性工资和福利的资金,从而降低劳动要素的收益分配并影响劳

动收入份额。 衡量融资约束的常用方法之一是基于综合指数的指数法。 鉴于 KZ 含较多内生性变量且

SA 仅依赖规模与年龄可能与控制变量高度相关,本文采用 WW 指数作为融资约束度量。 表 8 第(1)、
(2)列数据显示,政府采购指标 CG1 与 CG2 的系数呈现负值,这证实政府采购对减轻企业融资约束具有

显著效应,并促进劳动收入比例的提升。

(二)保障企业经营持续性

政府作为可靠客户,具有强大的购买力,为企业提供广阔市场并降低违约风险。 同时,付款能力强

会减少企业收入不确定性。 本文预期政府采购能够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并降低业绩波动。 本文以员工人

数的对数值(Capsize)衡量生产规模(Product),并借鉴
 

Bloom
 

Nicholas 的做法[40] ,以营业收入增长率的

五年滚动标准差( t-2
 

至
 

t+2)衡量业绩波动(Risk)。 表 8 结果显示:在第(3)、(4)列中,政府采购指标

系数显著正值,显示政府采购对提升企业生产规模具有显著影响。 在第(5)及(6)列中,观察到采购指

标系数显著呈负值,揭示政府采购对减少企业业绩波动起到了显著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政府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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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平抑业绩波动,进而推动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
 

表 8　 融资困境与企业经营

变量
(1) (2) (3) (4) (5) (6)

WW WW Product Product Risk Risk

CG1 -0. 001
 

6∗ 0. 016
 

0∗ -0. 077
 

3∗∗∗

( -1. 765
 

2) (1. 955
 

5) ( -3. 336
 

2)

CG2 -0. 000
 

3∗∗ 0. 003
 

9∗∗∗ -0. 010
 

4∗∗∗

( -2. 464
 

7) (2. 956
 

2) ( -2. 897
 

0)

控制变量 / 企

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8
 

483 18
 

483 23
 

659 23
 

659 23
 

601 23
 

601

调整 R2 0. 836
 

0 0. 836
 

0 0. 962
 

0 0. 962
 

1 0. 681
 

1 0. 681
 

1

(三)调整人力资源结构

政府采购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高技能劳动与先进技术具有互补性[41] ,因此在生产

更新过程中对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 本文借鉴赵烁等的做法[42] ,以员工受教育程度衡量技能水平,并
将员工分为研究生及以上、本科、专科和高中及以下四类。 表 9 结果显示,政府采购变量 CG1 和 CG2 对

研究生及以上和本科群体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专科及高中以下群体不显著,说明政府采购显著推

动了中标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尤其促进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增加。
 

表 9　 人资结构

变量
(1) (2) (3) (4) (5) (6) (7) (8)

研究生及以上 研究生及以上 本科 本科 专科 专科 高中以下 高中以下

CG1 26. 211
 

5∗∗∗ 98. 914
 

6∗ 49. 456
 

2 17. 892
 

0

(2. 856
 

8) (1. 955
 

3) (1. 279
 

1) (0. 258
 

9)

CG2 6. 059
 

3∗∗∗ 19. 798
 

1∗ 15. 178
 

0∗ 5. 896
 

1

(3. 605
 

0) (1. 6979) (1. 755
 

5) (0. 421
 

8)

控制变量 / 企

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调整 R2 0. 962
 

4 0. 962
 

7 0. 962
 

1 0. 962
 

2 0. 960
 

9 0. 961
 

0 0. 939
 

6 0. 939
 

6

五、异质性分析

(一)宏观经济形势

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增加,经理人会采取更保守的投资和雇佣策略,银
行也会收缩贷款,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本文借鉴窦超等的做法[43] ,以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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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不确定性,并按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不确定性组,采用费舍尔组间检验比较差异。 表 10 结果

显示,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越大时,政府采购对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更大。
 

表 10　 宏观经济形势

变量
(1) (2) (3) (4)

低不确定性 高不确定性 低不确定性 高不确定性

CG1 -0. 002
 

6 0. 009
 

8∗∗∗

( -0. 697
 

5) (3. 869
 

8)

CG2 0. 000
 

0 0. 001
 

8∗∗∗

(0. 035
 

3) (5. 062
 

1)

控制变量 / 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6
 

351 16
 

101 6
 

351 16
 

101

调整 R2 0. 775
 

3 0. 732
 

5 0. 775
 

3 0. 732
 

6

组间差异系数 P= 0. 007 P= 0. 008

　 　 注:异质性分析的系数组间差异检验的 P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1
 

000
 

次)计算得到(下同)。

(二)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较弱的企业在政府采购中可能通过提升员工效率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来激励劳动力,或
借助额外资金流入提高工资待遇以吸引人才。 基于此,本文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衡量内部控制水平,
按行业年度均值将样本分为强、弱两组。 表 11 结果显示,政府采购变量 CG1 和 CG2 在弱内部控制组回

归系数显著性大于另一组。 费舍尔组间检验结果也表明差异显著。 这说明政府采购在内部控制较弱企

业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更大。
 

表 11　 内部控制

变量
(1) (2) (3) (4)

弱内部控制 强内部控制 弱内部控制 强内部控制

CG1 0. 009
 

6∗∗ 0. 003
 

0

(2. 383
 

7) (1. 338
 

6)

CG2 0. 001
 

6∗∗∗ 0. 000
 

8∗∗

(2. 870
 

1) (2. 373
 

4)

控制变量 / 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10
 

290 10
 

277 10
 

290 10
 

277

调整 R2 0. 652
 

0 0. 834
 

7 0. 652
 

1 0. 834
 

8

组间系数差异 P= 0. 063 P= 0. 099

(三)企业 ESG 评级

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采购也可能激励企业改善 ESG 表现。 为此,采用华政 ESG 评

级衡量企业表现,并按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 表 12 结果显示,在 ESG 评级较低的企业中,政府

采购能够更有效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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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ESG 评级

变量
(1) (2) (3) (4)

ESG 评级低 ESG 评级高 ESG 评级低 ESG 评级高

CG1 0. 009
 

6∗∗∗ 0. 001
 

6

(3. 332
 

3) (0. 579
 

1)

CG2 0. 001
 

5∗∗∗ 0. 000
 

6

(3. 406
 

7) (1. 408
 

0)

控制变量 / 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14
 

148 7
 

765 14
 

148 7
 

765

调整 R2 0. 712
 

1 0. 825
 

8 0. 712
 

1 0. 825
 

9

组间系数差异 P= 0. 050 P= 0. 070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解决社会根本问题、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增长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 当前我国已进入消费主导阶段,扩大内需尤其是促进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 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的重要工具,逐渐受到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关注。 本文利用 2015—
2022 年中国政府采购网与上市公司匹配的合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通过缓解

融资压力、保障经营持续性和优化人力结构,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宏观经

济不确定性高、内部控制弱及 ESG 评级低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明显。
第一,提升政府采购制度设计水平,增进政策的靶向精准度与包容度。 政府采购政策应当在达成经

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宏观目标背景下,更聚焦对弱势企业群体的精准支撑。 具体而言,可建立多

部门协同的企业风险—韧性评估档案库,由工信部门牵头,联合税务、社保、金融监管等部门,整合企业

纳税记录、社保缴纳完整性、银行信贷违约历史、供应链稳定性等多维度数据,构建动态评估模型。 该模

型按行业、区域对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行分级标识,实现对融资约束大、现金流脆弱的企业的精准识别。
在采购评标体系中,可试点将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与员工技能培训投入占比等社会绩效指标量化,并纳

入评分细则,建议其综合权重不低于某比例,且在技术、价格等指标得分相近时作为优先中标依据。 同

时,优化资金拨付机制,推广分阶段支付模式并将支付效率纳入采购单位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明
确支付延迟的问责机制,从根本上防范款项拖欠。 此外,可探索政府采购合同数据与中国人民银行供应

链票据融资平台对接,允许中标企业凭政府采购订单产生的应收账款,以低于市场平均利率特定的基点

成本向合作银行申请融资,并由财政设立专项风险补偿资金池,对融资坏账给予部分补偿,多措并举缓

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保障劳动者收入稳定性。
第二,推动企业内部治理强化,利用政府采购制度的激励效果。 政府采购不仅给企业带来外部市场

契机,其规范的合同管理、质量要求及履约标准更能作为外部治理力量,倒逼企业内部管理升级。 建议

制定政府采购中标企业公司治理指引,应引导企业将政府采购中的合规性、透明度、社会责任等要求,转
化为内部管理制度。 在分配机制上,引导企业建立利润分享计划,明确约定将因政府采购订单产生的超

额利润按不低于特定的比例,专项用于提高员工奖金、补充企业年金或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在绩

效考核中,增设员工满意度、技能提升率、劳资纠纷发生率等指标,纳入管理层及部门的平衡计分卡,使
·29·



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效率提升真正同步。 面对内部控制欠佳的企业,可把其参与政府采购的既往表现,
把合同履约率、产品质量合格率、劳工纠纷诉讼记录等情况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向社会

公开,通过强化外部管控,倒逼企业改善内部审计流程、优化信息披露模式,逐渐造就优质订单—管理提

升—收入增长—持续繁荣的良性循环。 建议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开展政府采购合规与社会责任绩效评级

事宜,评级结果作为企业参与高价值采购项目的参考材料,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企业改善治理的积极

引导。
第三,打造差异化激励模式,助力可持续与责任导向的企业向前发展。 建议按照企业 ESG 表现建

立分层次、可预估的长效激励体系。 一方面,针对 ESG 评级较低的企业,实施承诺制准入的改革举措。
具体而言,在参与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特定项目招投标时,应在投标文件当中公开承诺,于设定年内把

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到行业平均水平,并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其承诺履行情况进行年度核

查,若承诺未达成,暂停该企业参与同类项目资格 1 年。 另一方面,对于表现优异的企业,建议给予信用

券进行激励,将良好的 ESG 评级和劳动保障记录转化为企业投标时的信用加分,或在采购中获得优先

权,获得实实在在的市场回馈。 除此之外,可推出与共同富裕挂钩的债券,许可采购中标企业针对特定

订单发行专项债券,债券利率与订单执行时劳动收入份额等社会效益指标的达成情况相挂钩,引导资本

市场留意企业内部分配动态。
第四,建立全链条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确保政策效能持续优化。 在“十五五”期间,应建立政府采

购政策共同富裕效能年度评估报告制度。 依托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社保缴纳系统

等,构建政策—企业—劳动者三维追踪数据库,动态监测中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员工薪酬增长率、社
保缴纳率、员工流动率等核心指标的变化。 该评估应分行业、分地区、分采购项目类型进行,并引入计量

经济学方法进行政策净效应评估。 评估结果应作为每年调整《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修订采购评分

标准、优化激励政策的核心依据。 若发现某类采购项目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不显著,则应适时调

整其评分规则或退出采购目录;若某地区政策执行效果突出,则可总结其经验并向全国推广。 此举可将

宏观的共同富裕目标,分解为可测量、可考核的微观政策绩效,形成监测—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管

理,确保政策的精准性与时代性,真正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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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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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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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path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enhance
 

public
 

well-be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internal
 

profit
 

distribution
 

decis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factor
 

markets
 

within
 

enterprises
 

but
 

also
 

i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macro-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division
 

of
 

capital
 

and
 

labor
 

income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degree
 

of
 

capital
 

substitution
 

but
 

also
 

by
 

constraints,
 

such
 

as
 

corporate
 

financing
 

conditions,
 

operational
 

stability,
 

and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s
 

a
 

key
 

fiscal
 

expenditure
 

tool,
 

may
 

alter
 

the
 

pattern
 

of
 

lab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nhancing
 

ope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guiding
 

changes
 

in
 

employment
 

structure.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selects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2
 

as
 

the
 

sample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study
 

finds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imarily
 

exerts
 

its
 

effects
 

through
 

three
 

channels:
 

first,
 

alleviating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acts
 

serve
 

as
 

a
 

" credit
 

label"
 

to
 

enhance
 

corporate
 

credit;
 

second,
 

maintaining
 

operational
 

continuity,
 

as
 

stabl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demand
 

can
 

reduce
 

the
 

risk
 

of
 

performance
 

fluctuations;
 

third,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since
 

the
 

high
 

requirements
 

of
 

procurement
 

projects
 

drive
 

enterprises
 

to
 

invest
 

more
 

in
 

skilled
 

labo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economic
 

uncertainty,
 

for
 

enterprises
 

with
 

weaker
 

internal
 

controls,
 

or
 

for
 

those
 

with
 

lower
 

ESG
 

rating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s
 

more
 

pronounced.
 

This
 

research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study
 

on
 

the
 

mi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vealing
 

a
 

new
 

mechanism
 

by
 

which
 

government
 

procurement
 

boosts
 

the
 

labor
 

income
 

share
 

and
 

optimizes
 

internal
 

income
 

distribution
 

within
 

enterprises.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realizing
 

the
 

goal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optimized,
 

with
 

increased
 

"
targeted

 

support"
 

to
 

guide
 

enterprises
 

to
 

adjust
 

their
 

compensation
 

distribution
 

systems,
 

achiev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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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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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perational
 

stability;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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